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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信任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课题 ,起始于 20世纪 50年代的社会心理学领域。美国心理学

家多依奇对囚徒困境中的人际信任进行的实验研究(Deutsch , 1958)、哈夫兰特 、詹尼斯和

凯利对人际沟通过程中的信源可信度研究 , 被认为是人际信任的经典研究(Hovland et

al., 1953)。

不同规模地区居民的人际

信任与社会交往
＊

张云武

提要:迄今 , 国内外社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际信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
研究 ,但是 ,不同规模地区居民的人际信任 , 以及人际信任与社会交往的关联
性 ,还有待阐释。本文通过实证考察中国的五个不同规模地区居民的人际信
任 ,以及人际信任对社会交往的影响 , 明确了这一问题。研究发现:1.在中
国 ,不同规模地区的居民 ,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 ,以及不
同接触对象的信任度 , 并不是在每一个地区均呈现显著差异 , 而是在某些地
区大致相同 , 而且具体的信任度介于一般信任和非常信任之间;2.对于日常
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不同的居民 ,社会交往的取向和拥有的关系
网络是不同的 ,总信任度高的居民与总信任度低的居民相比 , 社会交往的选
择取向和表面取向弱 , 并且拥有丰富的关系网络。最后 , 本文从地区性质的
角度对研究发现进行了解释 , 并指出了国外社会学者的理论在中国社会相关
研究中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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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一)研究背景

1980年以后 ,欧美各国相继进入后工业社会。人们之间的合作进

一步增强 ,但是社会的复杂性使人们面对的往往是一个匿名世界 。在

这样的社会现实下 ,信任作为消减社会交往中的不确定性 、风险性以及

稳定社会秩序的基本因素 ,又一次成为西方社会学者的研究热点 。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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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信任的定义 、分类 、产生机制及功能 ,多数是

围绕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信任而进行的 ,根据研究取向及理论主张 ,大致

可以做如下归类 。

第一 ,社会结构决定论。主张信任是社会结构的产物 ,并且两者相

互制约 。代表学者有卢曼(Luhmann , 1979)、巴伯(Barber ,1983)、祖克尔

(Zucker ,1986)、塞利格曼(Seligman , 1997)、什托姆普卡(什托姆普卡 ,

2005)等。比如 ,卢曼从新功能主义角度考察信任 ,认为信任与社会结

构 、制度变迁存在明确的互动关联 ,并将其划分为人际信任与制度信

任 ,前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熟悉程度及感情性交往方面 ,后者则体现

在运用惩戒式或预防式的外在机制(法律 、规则)降低社会交往的复杂

性方面(Luhmann , 1979)。祖克尔分析了美国工业化时期(1840-1920

年)社会结构的变动对信任的影响 ,指出信任产生于个人声誉 、社会相

似性 、社会法制三种机制 ,即:声誉好的人 、个人特征相似的人以及法制

健全的社会 ,容易产生信任(Zucker ,1986)。塞利格曼的研究则表明 ,在

现代社会 ,信任产生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系统中 ,并对其具有整合 、稳定

的作用(Seligman ,1997)。什托姆普卡基于人们社会行动的不确定性和

风险性 ,更是认为信任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 ;但是信任

会因社会的急剧变革而受到损害 ,以至于信任在亲密的 、小的社区共同

体中比在陌生的城市人群中更容易获得(什托姆普卡 ,2005)。

第二 ,文化规范决定论。通过信任的跨文化研究 ,主张信任受一个

社会的文化规范的影响 。代表学者有奥尔斯顿(Alston , 1989)、山岸

(Yamagishi ,1998)、福山(1998)、山岸俊男 、山岸绿(2003)等 。其中 ,福山

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 ,主要观点是:由于社会文化(家族文化)的差

异 ,不同社会的信任度相差很大。中国 、意大利 、法国等国家的社会组

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 ,对不具有血缘关系的人缺乏信任;而美国 、日本 、

德国的社会组织不依赖于血缘关系 ,对不具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具有较

高的信任(福山 ,1998)。

第三 ,关系性质决定论。主张信任是人际关系的产物 ,信任如何体

现由人际关系中的理性计算和情感关联所决定。代表学者有列维斯 、

韦吉特 (Lewis &Weigert , 1985)和麦克阿利斯特(McAllister , 1995)等 。

他们根据人际交往中的理性计算与情感联系的程度 ,将信任分为认知

性信任和情感性信任;并认为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流动性的增

强 ,人际关系中的工具理性逐渐强化 ,致使人际信任中的认知性信任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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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情感性信任(Lewis &Weigert ,1985;McAllister ,1995)。

第四 ,人格特质决定论。主张信任是个人人格特质的表现 ,是一种

经过社会学习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点。代表学者有兰普 、霍姆

斯和扎恩纳(Remple et al., 1985)、古德(Good , 1988), 以及赖特曼

(Wrightsman ,1991 ,1992)等 。其中 ,赖特曼的研究表明 ,一个人对他人

的信任程度受此人自己的人际信任倾向(有的人倾向于信任他人 ,有的

人则倾向于怀疑他人)、他人的人格特点(人品 、能力 、动机)等因素的影

响(Wrightsman ,1991 ,1992)。

由以上归纳可见 ,社会结构决定论和文化规范决定论强调社会结

构的宏观层面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而关系性质决定论和人格特质决定

论则强调 ,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

受国外学者研究的启发 ,近 15年来 ,人际信任也成为国内社会学

者的研究热点 ,研究成果回应了国外学者有关中国人信任行为的偏见 ,

提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信任的概念指标 、信任结构 、信任模式 ,以及

维持信任和产生信任的机制等 。根据研究目的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致

可以做如下归类 。

第一 ,为回答韦伯 、福山等国外学者的观点① 进行的实证研究 。

主要观点为:虽然血缘关系是制约中国人是否信任其他人的主要因素 ,

但不是惟一因素 ,交往双方的情感内涵对中国人之间的信任也具有重

要影响。因此 ,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虽然以血缘关系为主 ,但也包括不

具有血缘关系 ,却有着亲密交往的亲朋密友(李伟民 、梁玉成 ,2002)。

第二 ,从本土化角度探讨中国人的信任观念 、信任的行为指标 、信

任与人际关系的关联 、建立和增强信任机制的研究 。研究强调的是 ,应

将信任放在中国特定的历史 、文化 、社会中考察 ,并指出了中国社会中

忠 、诚 、信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对非正式团体的影响 、本土人际信任模

型等(杨中芳 ,1993 ,1998;杨中芳 、彭泗清 ,1999;彭泗清 ,2003)。

第三 ,探讨居民信任构成的研究。比如 ,张静将中国人的信任分为

对当事人的信任和对维持生活信任机制的信任 ,进而讨论了维持信任

的三种机制 ,即人际关系约束 、单位组织约束和制度约束;随着社会的

变化 ,前两种约束的效力下降 ,因此必须加强制度约束(张静 ,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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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福山的观点相同 ,韦伯认为中国人的信任不是建立在信仰共同体的基础之上 ,而是建

立在血缘关系之上 ,因此对血缘关系以外的人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韦伯 , 1995 1920)。



胡荣 、李静雅的研究则发现 ,居民的信任由普遍信任 、一般信任和特殊

信任三个部分构成 ,其中普遍信任最低 ,一般信任居中 ,特殊信任最高

(胡荣 、李静雅 , 2006)。

第四 ,信任问题的跨文化研究 。张建新等学者的研究表明 ,北京 、

香港和美国的大学生对亲人的信任度没有差异 ,并且对他人的信任度

随着与他人关系的亲密度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北京大学生对熟人和陌

生人的信任度高于美国和香港的大学生(张建新 、Bond ,1993)。王飞雪

等学者比较了中 、日 、美三国的城市居民对一般性他人的信任度 ,发现

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结构较为复杂 ,对他人的一般信任度低于日 、美居

民(王飞雪 、山岸俊男 ,1999)。

第五 ,农村居民社会信任的实证研究。胡荣的研究发现 ,农村居民

的社会信任的程度与信任对象的个人特征具有紧密联系(胡荣 , 2005);

而林聚任的研究则发现 ,农村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状况不良 ,信任结

构仍以特殊信任为主 ,普遍信任发育不足 ,制度信任尚未确立(林聚任 ,

2007)。

另外 ,王绍光 、刘欣的研究发现:不同城市(上海 、天津 、武汉 、深圳)

的居民对于家人的信任并没有显著差异 ,但是对于家人以外其他群体

的信任却呈现明显差异;年龄 、性别 、教育程度等社会特征不同的居民 ,

对于他人的信任度是不同的(王绍光 、刘欣 ,2002)。陆小娅和彭泗清讨

论了中国信任危机的原因及对策(陆小娅 、彭泗清 ,1995)。梁克从社会

关系的视角考察了信任达成过程中存在的创造性空间及其填补手段

(梁克 ,2002)。

通过对国内外社会学者的信任研究的上述整理 ,可以发现三个研

究特点:第一 ,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经验层面 ,研究视角已经趋向多

元化 。第二 ,研究成果说明 ,信任的产生 ,与一个地区的社会结构 、文化

规范以及交往双方的熟悉程度 、社会特征的相似性 、人格特质等密切相

关。第三 ,信任具体体现在社会交往中 ,影响社会交往的深度和广度 ,

是关系网络形成的首要前提。但是 ,已有的研究无一不是以信任作为

因变量 ,考察的是其他因素(社会结构 、文化规范 、人格特质 、个人社会

特征等)对它的影响 ,因此可以说存在以下两个不足:一是所有的研究

都是围绕信任本身展开 ,未能深究人际信任与社会交往关系网络的相

关性及复杂性。二是虽然有的学者在理论层面也指出了人际信任与社

会交往 、关系网络的相关性(Luhmann , 1979;Barber ,1983;杨中芳 、彭泗

115

论 文 不同规模地区居民的人际信任与社会交往



清 ,1999;彭泗清 ,2003),但是于经验研究中 ,视人际信任为自变量 ,探

究其如何具体影响社会交往和关系网络的形成的实证研究还没有

展开 。

另外 ,当代中国正处于工业化 、城市化阶段 ,城乡仍然呈现不同的

社会特征 。但是 ,国内学者的研究 ,虽然明确了当代居民对于不同类型

关系的信任度 ,但多数是围绕城市居民的人际信任而进行的(李伟民 、

梁玉成 ,2002;王绍光 、刘欣 , 2002;胡荣 、李静雅 , 2006),有关农村居民

人际信任的研究还显得不够丰富 ,尤其缺乏城乡居民的人际信任的比

较研究。

(二)研究问题

在中国 ,1978年以后的工业化 、城市化发展了近 30年 ,但是在诸如

乡镇 、县城 、中等城市 、大城市等不同地区 ,其发展程度是不同的 。有学

者指出 ,由于不同地区工业化 、城市化发展程度的巨大差异 ,当代城乡

的社会结构已经不能再简单地用“二元结构”来概括 ,而是形成了不同

地区具有不同结构特征的“多梯度差异社会结构”(张鸿雁 , 2007)。

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导致以诚信 、仁义 、互助为内涵的传

统文化正在遭受“功利精神”的侵蚀 ,以至于以传统道德为基础的人际

信任 ,正在因为“杀熟”现象的频发而出现危机 ,并使人们的社会交往发

生扭曲(陆小娅 、彭泗清 ,1995;郑也夫 ,2003a ,2003b)。

鉴此 ,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不足 ,以及中国的社会现实 ,本研究

把不同规模地区居民的人际信任 ,以及人际信任与居民社会交往的关

联性作为研究主题 ,考察的问题具体分为三个:第一 ,在不同规模的地

区 ,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是否存在差异 ? 第

二 ,在不同规模的地区 ,居民面对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的对象 ,如何确

定哪些人能被信任? 哪些人不能被信任 ?第三 ,如果在不同规模的地

区 ,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存在差异 ,那么 ,它

是如何影响社会交往取向的? 它又是如何影响关系网络形成的 ?

本研究衡量地区规模的基准是地区的行政级别。在中国 ,依照行

政级别可以将地区分为乡村 、乡镇 、县城 、地级城市 、省级城市 、直辖市 ,

且地区规模依次增大 。参照国内学者的研究 ,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的

对象 ,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 ,被概括为十类:家庭成员 、直系亲属 、其他

亲属 、单位领导 、单位同事 、邻居 、亲密朋友 、一般朋友 、一般熟人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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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多数人(李伟民 、梁玉成 , 2002;王绍光 、刘欣 , 2002;胡荣 、李静雅 ,

2006)。另外 ,古典社会学家的理论显示 ,工业化 、城市化发展程度不同

的地区 ,居民社会交往的取向是不同的:农村居民的社会交往呈现重复

性 、深交性和维持性 ,而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则呈现选择性 、表面性和

扩大性(Tönnies ,1887;Sorokin &Zimmerman , 1929)。考虑到现阶段不同

规模地区的工业化 、城市化程度仍然存在很大差异 ,因此 ,社会交往的

取向被规定为能够体现不同交往取向的重复性与选择性 、深交性与表

面性 、维持性与扩大性;而本研究所说的关系网络具体包括网络总量以

及亲戚 、邻居 、同事 、同学 、同乡 、朋友六种类型的社会关系。

二 、研究假设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社会结构决定论者认为 ,信任的产生受一个地区社会结构的影响 ,

其影响机制为:一个地区的社会结构分化程度越高 ,人们在职业 、生活

方式 、价值观念等方面越产生社会差异 ,人们面对的往往越是一个异质

性世界 ,人们之间的交往越容易产生戒备 、紧张心理 ,人际信任越难于

培育(Zucker ,1986;Seligman ,1997;什托姆普卡 ,2005)。国内学者也曾经

指出 ,关于中国人信任的研究 ,应该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变迁和社会转型

对原有的人际信任产生的强烈冲击(杨中芳 、彭泗清 ,1999)。

在中国 ,1978年以后的工业化 、城市化 ,使得组织 、职业 、阶层以及

居民的生活方式 、价值观念等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分化;并且不同规模的

地区 ,其社会结构亦现差异 。例如 ,农村家庭的人口规模(3.27人)大

于城市家庭(2.97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2006:

228);大城市的外来人口多于小城市和乡镇(严善平 ,1998);大城市的

企业组织 、职业类型比小城市和乡镇更加多样化。这些变化均说明 ,在

当代中国社会 ,诸如群体 、人口 、组织 、阶层等的社会构成与地区规模密

切相关;规模越大的地区 ,社会构成越复杂。另外 ,有研究表明 ,亲属在

城乡居民的财务支持网中均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农民回答亲属 、邻居的

比率高于市民 ,而回答同事和朋友的比率却低于市民(张文宏 、阮丹青 ,

1999)。城乡居民在日常生活中 ,除均信任自己的亲属外 ,农民则比较

信任邻居 ,而市民却比较信任同事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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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以及当代中国不同规模地区社

会结构的差异 ,围绕研究主题 ,本研究特提出如下假设 ,待进一步验证 。

假设 1:在规模越大的地区 ,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

总信任度越低;

假设 2:与地区规模无关 ,任何地区的居民都比较信任家庭成员 、

直系亲属 、亲密朋友这样的亲密关系;

假设 3:在规模越大的地区 ,居民对于工作上具有依赖 、合作关系

的单位领导 、单位同事的信任度越高;

假设 4:在规模越大的地区 ,居民对于交往不稳定 ,以及没有过多

交往的人 ,如其他亲属 、邻居 、一般朋友 、一般熟人 、社会多数人的信任

度越低;

假设 5:与上述 4个假设相联系 ,在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

对象的总信任度越低的地区(即规模越大的地区),居民社会交往的重

复性 、深交性 、维持性越弱 ,而社会交往的选择性 、表面性和扩大性

越强 。

假设 6:与上述 5个假设相联系 ,在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

对象的总信任度越低的地区 ,居民的网络总量 ,以及亲戚 、邻居越少 ,而

同事 、同学 、同乡 、朋友越多。

(二)研究设计

1.调查地区及调查样本

根据研究主题和理论假设 ,本研究选择了福建省的 4个地区———

厦门市同安区的莲花乡 、泉州市安溪县的凤城县 、厦门市的思明区和湖

里区 、福州市以及上海市作为调查地区。其中 ,莲花是乡镇 , 90%的居

民从事农业;凤城是县城 ,50%的居民从事制茶业和石材业 , 40%的居

民从事第三产业;思明区和湖里区(以下称厦门)是厦门主城区 ,是副省

级城市 ,劳动者在第一 、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例分别为 0.6%、55.0%和

44.4%(厦门市统计局编 ,2007);福州是省级城市 ,劳动者在第一 、第二

和第三产业的比例分别为 0.97%、57.0%和42.03%(福州市统计局编 ,

2007);而上海是直辖市 ,劳动者在第一 、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例分别为

6.2%、37.0%和 56.8%(上海统计局编 ,2007)。因此 , 5个地区的行政

级别依照莲花 、凤城 、厦门 、福州 、上海的顺序提高 ,以此测定的地区规

模依照上述顺序增大 。另外 ,从就业结构看 ,莲花是以第一产业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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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村 ,而其他 4个地区都是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中心的城市 。

社会调查分为莲花 、凤城 、厦门调查和福州 、上海调查两个阶段 。

其中 ,莲花 、凤城 、厦门调查的概况是:首先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法 ,分别

从莲花抽取 7个村组 、从凤城抽取 5个街道 、从厦门抽取 11个街道作

为初级抽样单位;然后再根据概率比例抽样法 ,从每个被抽取的村组 、

街道共选取 89个居民委员会 ,其中 ,莲花 7个 、凤城 5个 、厦门 77个;

最后根据随机原则 ,从各居委会的户口登记簿上抽取被访户作为调查

样本 ,具体调查样本是被访户的家长 。2006年 1月完成样本抽取 ,共

抽取样本 1100个。本调查是以入户访谈的形式于 2006年 3-4月实施

的。在 1100份问卷中 ,有效问卷为 1063份 ,有效率约为 96.6%。其

中 ,莲花 、凤城 、厦门的有效问卷分别为 303份 、299份 、461份 。

福州 、上海调查的概况是:首先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 ,在福州和

上海随机抽取行政区 、街道和居民委员会;然后按照简单随机原则 ,从

居民委员会中抽取具体的被访户。按照此步骤 ,在福州抽取了 4个区 、

8个街道 、24个居民委员会 ,400个样本;在上海抽取了 6个区 、18个街

道 、54个居民委员会 ,400个样本。本调查是以入户访谈的形式于 2008

年2月进行的 ,具体访谈对象是被访户的家长 。在 800份问卷中 ,有效

问卷为 726份 ,有效率约为 90.8%。其中 ,福州市和上海市的有效问卷

分别为399份和 327份。

分析得知 , 5个地区有效样本的特征呈现很大差异 。例如 ,未婚者

依照莲花 、凤城 、厦门 、福州 、上海的顺序递增 ,而已婚者却依照此顺序

递减;务农者依照莲花 、凤城 、厦门 、福州 、上海的顺序递减 ,而厦门 、福

州 、上海样本中 ,从事事务性 、技术性 、管理性职业的样本多于莲花和凤

城;高学历者和高收入者也呈现厦门 、福州 、上海多于莲花 、凤城的倾

向。另外 ,福州和上海样本中的外来暂住者多于其他 3个地区 。上述

倾向说明 ,5个地区居民的社会构成是不同的 ,依照莲花 、凤城 、厦门 、

福州 、上海的顺序 ,居民的社会构成愈益复杂 。

2.研究变量及分析方法

与研究问题相关的变量有 5个:(1)不同规模的 5个地区居民 ,即:

莲花居民 、凤城居民 、厦门居民 、福州居民和上海居民;(2)对于日常生

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3)对于日常生活中不同接触对象的信

任度;(4)社会交往取向;(5)关系网络。

为了测定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 10类接触对象的信任度 ,对每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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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对象采用了非常信任 、比较信任 、一般信任 、比较不信任 、很不信任

5个尺度 ,并分别给以 5 、4 、3 、2 、1的分值 。总信任度是取这 10类接触

对象的信任度的平均值。对于日常生活中不同接触对象的信任度 ,参

照国内学者的研究(李伟民 、梁玉成 2002;胡荣 、李静雅 ,2006),将 10类

接触对象划分为亲情关系 、工作关系 、随机关系 ,其产生方法是:首先 ,

运用主成分法对 10类接触对象进行因素分析 ,再经过变量最大化旋

转 ,共得到 3个信任因素。其次 ,根据亲情的浓重程度 、关系性质和交

往稳定性 ,将 3个信任因素分别命名为亲情关系 、工作关系和随机关

系 ,其中 ,亲情关系是亲情性较强的关系 ,包括家庭成员 、直系亲属 、亲

密朋友;工作关系是工作上具有依赖 、合作的关系 ,包括单位领导和单

位同事;随机关系是既无浓重亲情 、又无密切交往的随机性关系 ,包括

其他亲属 、邻居 、一般朋友 、一般熟人 、社会上多数人。

如前所述 ,社会交往取向分为重复性与选择性 、深交性与表面性 、

维持性与扩大性 3组 ,且设各组内的两种取向具有相斥性。其测定方

式分别如下:重复性交往 ———无论在怎样的场合 ,无论希望达到什么样

的目的 ,都大致与同一个人接触;选择性交往———根据场合和目的 ,与

各式各样的人接触。深交性交往———在社会交往中 ,总是很想与对方

心交心地交往;表面性交往———在社会交往中 ,表面与对方交往得很亲

密 ,但实际并不想交往得过深 。维持性交往 ———与结成新的关系网络

相比 ,不如很好地维持已经形成的关系网络;扩大性交往———包括现在

的关系网络在内 ,还想扩大关系网络的规模。① 具体调查时 ,采用了在

各组内两种取向间两者择一的提问方式 。为了便于分析 ,将 3组分别

命名为选择取向 、表面取向和扩大取向 ,且将每一组交往取向分别编码

为0和 1。

对“关系网络”的测量 ,包括网络总量和亲戚 、邻居 、同事 、同窗 、同

乡 、朋友 6种类型的社会关系 ,通过询问日常生活中实际保持亲密交往

的人数来测定。

对调查数据资料的统计分析 ,则是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考察了

5个地区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 ,对于亲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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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工作关系 、随机关系的信任度 ,以及总信任度对于关系网络的影响 。

通过逻辑斯蒂克回归分析 ,考察了 5个地区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

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对交往取向的影响 。

三 、调查发现

(一)5个地区居民的人际信任

如前所述 ,5个地区居民的社会特征存在很大差异 。因此 ,在表 1

所示的 5个地区居民的人际信任的回归分析中 ,首先将体现居民社会

特征的婚姻状况 、教育年数 、年龄引入回归方程 ,然后再将地区变量引

入其中 ,以期能够精确地发现 5个地区居民的人际信任的现状 。如表

1所示 ,在控制了婚姻状况 、教育年数和年龄以后 ,5个地区居民的人际

信任仍然呈现显著差异。从模型 1可以发现 ,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

触对象的总信任度 ,莲花居民比上海居民高 0.237分(P<0.001),而凤

城 、厦门和福州的居民虽然分别低于和高于上海居民 ,但并不具有统计

显著性 。另外 ,该模型的决定系数(R
2
)为 0.030 ,说明该结果的解释力

较弱 。

从模型2可以发现 ,对于亲情关系的信任度 ,莲花居民低于上海居

民 ,但没有呈现统计显著性 ,而凤城和厦门的居民分别比上海居民低

0.155分和 0.121分(P <0.01),福州居民比上海居民低 0.161 分(P <

0.001)。但是 ,该模型的决定系数仅为.023 ,说明该结果的解释力较

弱。从模型3可以看到 ,对于工作关系的信任度 ,莲花和厦门的居民低

于上海居民 ,但没有呈现统计显著性 ,而凤城居民比上海居民低 0.121

分(P<0.01),福州居民比上海居民高 0.433分(P <0.001)。该模型的

决定系数为0.087 ,说明该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另外 ,在模型 4中 ,

对于随机关系的信任度 ,莲花居民比上海居民高 0.413分(P<0.001),

凤城居民比上海居民高 0.125分(P<0.05),而厦门和福州的居民虽然

高于上海居民 ,但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此外 ,该模型的决定系数为

0.055 ,说明该结果的解释力较弱。

因此可以说 ,5个地区居民的人际信任呈现以下倾向:(1)对于日

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 ,莲花居民较高 ,而凤城 、厦门 、福

州 、上海的居民不存在显著差异 ,取向均较低。(2)对于亲情关系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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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度 ,莲花和上海的居民不存在显著差异 ,且均较高 ,而凤城 、厦门 、福

州3个地区的居民则取向较低 。(3)对于工作关系的信任度 ,莲花 、厦

门和上海的居民不存在显著差异 ,且均低于福州居民 ,而高于凤城居

民。(4)对于随机关系的信任度 ,莲花和凤城的居民较高 ,而厦门 、福州

和上海的居民不存在显著差异 ,且均较低。

　表 1　 5个地区居民的人际信任的回归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总信任 亲情关系 工作关系 随机关系

婚姻状况1

　已婚 　.052(.037) 　　.088(.038)＊ 　.050(.055) 　.030(.045)

　离婚 -.119(.078) -.114(.079) -.194(.113) -.072(.096)

教育年数 .012(.004)＊＊ .015(.004)＊＊＊ .025(.006)＊＊＊ .002(.005)

年龄 .002(.001) .000(.001) .000(.002) .003(.002)＊

地区居民2

　莲花居民 .237(.053)＊＊＊ -.027(.051) -.024(.076) .413(.061)＊＊＊

　凤城居民 -.018(.048) -.155(.048)＊＊ -.121(.070)＊＊ .125(.058)＊

　厦门居民 -.028(.041) -.121(.042)＊＊ -.069(.060) .029(.050)

　福州居民 .071(.042) -.161(.044)＊＊＊ .433(.061)＊＊＊ .030(.052)

常数项 3.584(.085)＊＊＊ 4.502(.083)＊＊＊ 3.329(.121)＊＊＊ 3.189(.099)＊＊＊

R2 .030 .023 .087 .055

N 1359 1563 1408 1517

　　注:系数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B),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 P<0.05(单侧检验);＊＊P<0.01;＊＊＊P<0.001。 1参考类别为未婚;2参考类别

为上海居民。

　　既然 5个地区的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 ,

以及对于亲情关系 、工作关系 、随机关系的信任度 ,并没有呈现出地区

间的显著差异 ,而是大致相同的倾向 ,那么 ,具体的信任度如何呢 ? 表

2所示是据表 1所示结果进行类型分组后的信任度的均值比较。可以

发现 ,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 ,莲花居民的均值为

4.0159 ,而凤城 、厦门 、福州和上海居民的均值为 3.5206。对于亲情关

系的信任度 ,莲花和上海居民的均值为 4.6783 ,而凤城 、厦门和福州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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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均值为 4.5669 。对于工作关系的信任度 ,福州居民的均值为

4.0936 ,莲花 、厦门和上海居民的均值为 3.6276 ,而凤城居民的均值为

3.5122。对于随机关系的信任度 ,莲花和凤城居民的均值为 3.6233 ,而

厦门 、福州和上海居民的均值为3.3692。

　表 2　 信任度不同地区居民的具体信任度

回答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F

总信任度 23.470＊＊＊

　莲花居民 195 4.0159 .50554

　凤城 、厦门 、福州和上海居民 1248 3.5206 .52628

合计 1443 3.6470 .52760

亲情关系的信任度 14.211＊＊＊

　莲花和上海居民 573 4.6783 .51272

　凤城 、厦门和福州居民 1096 4.5669 .60237

合计 1669 4.6052 .57545

工作关系的信任度 58.751＊＊＊

　莲花 、厦门和上海居民 897 3.6276 .76992

　福州居民 358 4.0936 .74922

　凤城居民 245 3.5122 .74922

合计 1500 3.7200 .79058

随机关系的信任度 55.250＊＊＊

　莲花和凤城居民 550 3.6233 .59339

　厦门 、福州和上海居民 1070 3.3692 .67928

合计 1620 3.4554 .66242

　　注:非常信任=5 ,比较信任=4 ,一般信任=3,比较不信任=2 ,很不信任=1。

＊＊＊P<0.001。

　　因此 ,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 ,莲花居民为比较

信任 ,而凤城 、厦门 、福州和上海 4个地区的居民则介于一般信任和比

较信任之间。对于亲情关系的信任度 ,莲花 、凤城 、厦门 、福州和上海 5

个地区的居民均介于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之间。对于工作关系的信任

度 ,福州居民为比较信任 ,而莲花 、厦门 、上海和凤城4个地区的居民则均

介于一般信任和比较信任之间。对于随机关系的信任度 ,莲花 、凤城 、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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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福州和上海 5个地区的居民均介于一般信任和比较信任之间。

(二)总信任度不同居民的社会交往

那么 ,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不同的居民 ,社会

交往的取向 ,以及关系网络 ,又分别呈现怎样的倾向呢 ?表 3显示的

是 ,在控制婚姻状况 、教育年数 、年龄之后 ,莲花居民和凤城 、厦门 、福

州 、上海 4个地区居民的社会交往取向的回归分析结果 。从模型 1 所

示的选择取向看 ,莲花居民的分值比凤城 、厦门 、福州 、上海 4个地区的

居民低 0.634分(P<0.05),说明前者的选择取向比后者弱 ,并且该模

型的决定系数高达 0.155 ,说明该结果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 。从模型 2

所示的表面取向看 ,莲花居民的分值比凤城 、厦门 、福州 、上海4个地区

的居民低 0.752分(P <0.01),说明前者的表面取向比后者弱 ,但是该

模型的决定系数为 0.078 ,说明该结果的解释力比较弱。模型 3是关于

莲花居民和凤城 、厦门 、福州 、上海 4个地区居民的扩大取向的回归分

析结果 ,虽然前者的分值比后者高 0.541分 ,并且模型的决定系数高达

0.174 ,但是该结果并没有呈现统计显著性。

　表 3　 总信任度不同居民的社会交往取向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选择取向 表面取向 扩大取向

婚姻状况1

　已婚 .215(.310) -.533(.266) -.062(.298)

　离婚 .245(.684) .421(.596) -.206(.624)

教育年数 .139(.029)＊＊＊ .032(.025) .074(.028)＊＊

年龄 -.007(.011) .001(.009) -.057(.012)＊＊＊

总信任度不同居民2

　莲花居民 -.634(.295)＊ -.752(.285)＊＊ .541(.295)

常数项 .399(.562) .004(.477) 1.478(.562)＊＊

R2 .155 .078 .174

N 1339 1369 1411

　　注:系数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B),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 P<0.05(单侧检验);＊＊P<0.01;＊＊＊P<0.001。

1参考类别为未婚;2参考类别为凤城 、厦门 、福州 、上海 4个地区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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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显示的是 ,在控制婚姻状况 、教育年数 、年龄之后 ,对于日常生

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不同居民的关系网络的回归分析结果 。

从模型 1可以发现 ,莲花居民和凤城 、厦门 、福州 、上海 4个地区的居

民 ,拥有的网络总量是不同的 ,前者比后者多 18.874人(P <0.001),但

是该模型的决定系数仅为 0.025 ,说明该结果的解释力较弱 。从模型 2

和模型3可以发现 ,莲花居民和凤城 、厦门 、福州 、上海 4个地区的居民

拥有的亲戚和邻居的量也是不同的 ,前者比后者分别多 15.106人(P <

0.001)和 8.111人(P<0.001),并且模型 2和模型 3的决定系数分别达

到0.162和 0.158 , 说明该结果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 。模型 4 、模

　　　　　　　
　表 4　 总信任度不同居民的关系网络的回归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网络总量 亲属 邻居 同事 同学 同乡 朋友

婚姻状况1

　已婚 1.787 -.257 　 1.099＊ 　.664 -1.910　 　1.376 .454

(2.995) (1.015) (.530) (.997) (.984) (.963) (.320)

　离婚 -10.320 -5.910＊＊ .193 -1.194 -3.571 .592 .288

(6.417) (2.193) (1.142) (2.181) (2.338) (2.303) (.691)

教育年数 1.039＊＊＊ -.001 -.091 .451＊＊＊ .484＊＊＊ .056 .032

(.294) (.099) (.052) (.103) (.100) (.094) (.033)

年龄 .144 .166＊＊＊ .038 .013 .030 .023 .004

(.110) (.037) (.020) (.038) (.038) (.037) (.013)

总信任度

不同居民2

　莲花居民 18.874＊＊＊ 15.106＊＊＊ 8.111＊＊＊ -.128 -1.007 2.124 1.739＊＊

(3.311) (1.114) (.629) (1.207) (1.167) (1.175) (.378)

常数项 19.696＊＊ 4.492＊ 3.766＊＊＊ 1.797 1.738 2.664 5.266＊＊＊

(5.738) (1.935) (1.013) (1.988) (1.929) (1.849) (.645)

R2 .025 .162 .158 .013 .027 .003 .017

N 1497 1474 1351 1347 1314 1138 1275

　　注:系数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B),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 P<0.05(单侧检验);＊＊P<0.01;＊＊＊P<0.001。

1参考类别为未婚;2参考类别为凤城 、厦门 、福州 、上海 4个地区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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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5 、模型 6是关于同事 、同学和同乡的回归分析结果 ,均表现出莲花

居民和凤城 、厦门 、福州 、上海 4个地区的居民拥有的同事 、同学和同乡

的量没有呈现显著差异 。从模型 7可以看到 ,莲花居民和凤城 、厦门 、

福州 、上海 4个地区的居民 ,拥有的朋友量呈现显著差异 ,前者比后者

多1.739人(P<0.01),但是该模型的决定系数仅为 0.017 ,说明该结果

的解释力较弱。

四 、结论与讨论

(一)不同规模地区居民的人际信任

与此相关的发现可以概括为两点。在当代中国社会:(1)不同规模

地区的居民 ,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是不同的;乡镇

居民的总信任度高于县城及其以上地区的居民 ,乡镇居民的总信任度

为比较信任 ,而县城及其以上地区居民的总信任度则介于一般信任和

比较信任之间。(2)不同规模地区的居民 ,对于日常生活中不同类型关

系的信任度也是不同的 。对于亲情关系(家庭成员 、直系亲属 、亲密朋

友)的信任度 ,乡镇和直辖市的居民高于县城 、副省级城市和省级城市

的居民;但是所有地区的居民均介于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之间。对于

工作关系(单位领导 、单位同事)的信任度 ,省级城市的居民最高 ,其次

是乡镇 、副省级城市 、直辖市的居民 ,再次是县城的居民;但是省级城市

的居民为比较信任 ,而乡镇 、县城 、副省级城市 、直辖市的居民介于一般

信任和比较信任之间 。对于随机关系(其他亲属 、邻居 、一般朋友 、一般

熟人 、社会多数人)的信任度 ,乡镇和县城的居民高于副省级城市 、省级

城市和直辖市的居民;但是所有地区的居民均介于一般信任和比较信

任之间。

因此 ,研究发现基本支持假设 2 ,而没有支持假设 1 、假设 3和假设

4 ,即:虽然不同规模地区的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

任度以及不同接触对象的信任度具有一定的不同 ,但并没有呈现如假

设1 、假设 3和假设 4所示的: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

信任度 ,规模越大的地区越低;居民对于工作关系和随机关系的信任

度 ,规模越大的地区分别越高和越低 ,呈现在某些地区大致相同的倾

向。另一方面 ,研究发现说明 ,无论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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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度 ,还是对于不同接触对象的信任度 ,被调查者均介于一般信任和

非常信任之间 ,并不存在比较不信任和很不信任。

那么 ,如此调查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依照社会结构决定论 ,

信任与社会结构紧密相关 ,社会结构越复杂的地区 ,人际信任越难以培

育。显然 ,研究发现并没有完全支持这一观点 ,说明这一观点在当代中

国社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另外 ,在当代中国社会 ,很难说出乡镇与县

城及其以上地区 ,在地区的文化规范 、居民的关系性质和人格特质方

面 ,具体存在什么差异 ,因此研究发现 ,也不能够从文化规范决定论 、关

系性质决定论 、人格特质决定论那里获得合理 、充分的解释 。

我认为 ,研究发现(1)是由于乡镇与县城及其以上地区的地区性质

的差异所致。这里说的地区性质 ,是指中国按照行政级别划分的农村

和城市 ,以及农村和城市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不同 。在当代中国社

会 ,乡镇属于农村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往往以第一产业为中心 ,而县

城及其以上地区则属于城市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以第二 、第三产业为

中心。就 5个地区而言 ,莲花是以务农者为中心的乡镇 ,居民在职业 、

学历 、生活方式 、价值观念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而凤城 、厦门 、福

州和上海尽管地区规模不同 ,但均为第二和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 ,产业

结构和就业结构具有相似性。因此 ,研究发现(1)从另一个侧面说明 ,

在当代中国社会 ,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 ,与地

区规模无关 ,而与地区性质密切相关 ,即地区性质相似的地区 ,居民的

总信任度大致相同。

上述观点可以从表 5所示的结果中得到一定程度的验证 。表 5显

示的是 ,在控制教育年数 、年龄之后 ,社会特征完全相同的莲花 、凤城 、

厦门 、福州和上海的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的

回归分析结果。从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可以发现 ,无论已婚

者 、外来暂住者 ,还是无职业者 、男性 ,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

总信任度 ,莲花居民均比上海居民的分值高 ,并且这种倾向均呈现统计

显著性;而凤城 、厦门 、福州的居民与上海居民相比 ,均没有呈现显著差

异。国内学者的研究已经显示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 ,不同特征居民

的人际信任是不同的(王绍光 、刘欣 , 2002;胡荣 ,2005)。但是 ,为什么

同为已婚者 、外来暂住者 、无职业者或者男性的莲花居民和其他 4个地

区的居民 ,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不同呢? 这也许

可以从其他方面(比如 ,地区的诚信建设等)寻求解释 ,但是莲花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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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地区的地区性质的差异 ,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 。

研究发现(2)说明 ,尽管不同规模地区的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不同

类型关系的信任度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但是对于亲情关系均介于

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之间 ,而对于工作关系和随机关系则均介于一般

信任和比较信任之间 。这一发现一方面进一步说明了社会结构决定论

在中国社会的局限性 ,即:对于日常生活中不同类型关系的信任虽然与

地区的社会结构有一定的关联 ,但并不是社会结构越复杂的地区人际

信任越弱。另一方面与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相同(李伟民 、梁玉成 ,

2002),更加全面地质疑了韦伯 、福山等国外学者关于中国人信任观点

的不准确性 ,即:在中国社会 ,任何规模地区的居民 ,对于血缘关系以外

的人 ,并没有表现出不信任。

　表 5　 不同规模地区的社会特征相同居民的总信任度的回归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已婚者 外来暂住者 无职业者 男性

教育年数 .005(.005) .014(.013) -.019(.017) 　.016(.006)＊＊

年龄 .000(.002) -.008(.005) .012(.005) .002(.002)

地区居民

　莲花居民 .157(.060)＊＊＊ .454(.194)＊ .125(.198)＊ .263(.071)＊＊＊

　凤城居民 -.061(.056) .381(.263) -.676(.264) -.075(.069)

　厦门居民 -.087(.052) .132(.125) -.230(.164) -.026(.060)

　福州居民 -.053(.054) -.052(.142) .296(.212) .013(.063)

常数项 3.843(.110) 3.665(.239)＊＊＊ 3.455(.353)＊＊＊ 3.564(.119)＊＊＊

R2 .019 .040 .210 .031

N 1241 187 196 739

　　注:系数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B),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 P<0.05(单侧检验);＊＊P<0.01;＊＊＊P<0.001 。地区居民的参考类别为上海居

民。

　　研究发现(1)和(2)说明 ,在当代中国社会 ,虽然 1978年以后的工

业化 、城市化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是由于仅仅发展了 30

年 ,因此城乡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仍然存在很大差异 ,致使乡镇与县

城及其以上地区的居民 ,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 ,以及不同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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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信任 ,呈现如前所述的差异 。也正是由于短暂的工业化 、城市化

进程 ,致使当代中国仍然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人们以血缘关

系为核心 ,通过关系运作 ,将关系扩展到与自己没有血缘联系的其他关

系中 。关系运作过程中情感的培育 ,使得中国人信任的群体 ,不仅包括

家庭成员 、直系亲属 、亲朋密友这样的亲密关系 ,还包括这些亲密关系

之外的其他群体 。

(二)居民的总信任度与社会交往

据本项研究相关发现 ,可以指出:(1)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

象的总信任度不同的居民 ,社会交往的取向是不同的 。总信任度高的

居民 ,其社会交往的选择取向和表面取向均弱于总信任度低的居民 ,

即:总信任度高的居民 ,其社会交往的重复性 、深交性强于总信任度低

的居民 ,而总信任度低的居民 ,其社会交往的选择性和表面性则强于总

信任度高的居民 。(2)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不同

的居民 ,关系网络也是不同的。总信任度高的居民 ,其网络总量 ,以及

亲戚 、邻居 、朋友多于总信任度低的居民;但是总信任度高的居民和总

信任度低的居民 ,在同事 、同学和同乡的网络方面 ,不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 ,研究发现基本支持假设 5 ,而没有完全支持假设 6。依照卢

曼的观点 ,信任能够减少社会交往的复杂性 ,并且信任体现在人与人之

间的熟悉程度及感情性交往方面 ,影响着人们的行动选择(Luhmann ,

1979)。塞利格曼也指出 ,信任的存在是所有持久性社会关系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Seligman ,1997)。本项研究发现基本证实了两位学者的观

点 ,说明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 ,影响着社会交往的

取向和关系网络的形成。但是 ,居民的总信任度并不是对所有类型的

关系网络都具有影响 ,而仅仅对其中的网络总量 、亲戚 、邻居和朋友具

有影响。

之所以如此 ,我认为 ,还是由于总信任度高的居民(乡镇居民)和总

信任度低的居民(县城及其以上地区居民)的生活地区的地区性质差异

所致 。在乡镇 ,多数居民就业于第一产业 ,在个人的社会特征方面具有

很强的相似性 , 因此具有社会相似性的交往双方容易产生信任

(Zucker ,1986),进而增强社会交往的重复性 、深交性 ,并在此基础上形

成持久性的关系网络 。而在县城及其以上地区 ,发达的第二和第三产

业创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职业 ,致使阶层间的社会相似性减弱 ,进而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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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阶层间的信任 ,使得社会交往的选择性和表面性增强 ,不利于形成持

久性的关系网络 。

因此 ,正是总信任度高的居民和总信任度低的居民 ,其生活地区的

地区性质影响了社会交往的取向 ,并导致总信任度高的居民的网络总

量 ,以及亲戚 、邻居 、朋友的量多于总信任度低的居民。但是 ,为什么总

信任度高的居民和总信任度低的居民 ,其同事 、同学和同乡的网络不存

在显著差异呢? 本来 ,在中国 ,县城及其以上地区与乡镇相比 ,企业组

织会更丰富 ,居民的学历会更高 ,外来人口会更多 ,因此在理论上可以

假设 ,县城及其以上地区的居民比乡镇居民应该形成更加丰富的同事 、

同学 、同乡网络 。但是另一方面 ,由于工业化 、城市化程度的城乡差异 ,

县城及其以上地区的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流动性会强于乡镇。依据信

任的关系性质决定论 ,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流动性强的地区 ,居民的人

际信任以认知性信任而非情感性信任为基础 ,认知性信任不利于形成

持久性的关系网络(Lewis &Weigert ,1985)。因此 ,虽然县城及其以上

地区比乡镇的企业组织丰富 、居民的学历高 、外来人口多 ,但是由于居

民的人际信任属于认知性信任 ,因此县城及其以上地区的居民并没有

比乡镇居民形成更丰富的同事 、同学和同乡网络。

(三)研究启示与研究缺陷

根据研究发现 ,我们得到两点启示:(1)诚如国内学者所说 ,研究中

国人的信任应该在中国特定的历史 、社会 、文化的框架下进行 ,既要考

虑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对信任行为的影响 ,又要考虑社会转型对

信任行为和关系的冲击(彭泗清 ,2003),而不必以西方社会变迁作为自

己社会变迁的蓝本(杨中芳 、彭泗清 , 1999),进而把西方学者的理论照

搬到中国 。(2)国内学者的研究显示 ,信任程度与人际关系的密切度成

正比(彭泗清 ,2003),本研究的发现也说明 ,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

对象的总信任度高的居民比总信任度低的居民拥有丰富的关系网络;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依靠人际信任形成的关系网络反过来又对人际信

任的培育具有怎样的影响———是否关系网络越丰富的居民 ,人际信任

的程度越高———还有待今后进一步考察 。

另外 ,需要说明的是 ,研究发现是以莲花 、凤城 、厦门 、福州 、上海作

为调查地区得出的 ,虽然从问卷设计到调查实施严格遵循了社会学的

研究规范 ,但是 ,由于每一个地区的样本量显得过少 ,并且社会调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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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长为对象进行的 ,无疑会导致样本向男性 、高龄者倾斜 ,以至于降

低样本的代表性 。因此 ,研究发现是否在当代中国社会具有普遍性还

需要其他学者的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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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Huntington' s categorization pattern of social identities , this paper
uses SEM to explore relations among social identifications of the immigrants , namely

culture identification , region identification , group identification , SES identification and

career identification.The new urban immigrants' survey data shows out that the

consistency and diversity coexist within immigrants' identifications:career identification

plays a positive role on SES identification and native identification the same to SES

identification on region identification , region identification on culture identification and

native identification , and native identification on culture identification , while career

identification doesn' t remarkably affect culture identification and region identification , nor
SES identification on 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and residing plan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local festival adoption and children developing expectation.

Occupa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 and Gender Wage Gap in Urban China

Wu Yuxiao &Wu Xiaogang　88……………………………………

Abstract:Using data from 2003 Chinese General Survey and the occupation information

extracted from the micro-data of 2000 Census ,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occupa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 on gender wage gap in urban China and how the effect

varies with different sectors.It finds out that , in state sector , occupa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income-individuals in an occupation with higher

percentage of females earn lower wages.Moreover, occupa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

explains about 50 percent of the observed gender wage gap in this sector.While in market

sector , this link is not valid:neither does gender segregation influence wages , nor does it
contribute to the gender wage gap.It is human capital that explains the gender wage gap

in market sector.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uncover the different mechanisms of gender

stratification across sectors in urban China and shed new lights on the theoretical debates

upon marketization and gender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China.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of Different Regions

Sizes Zhang Yunwu　112………………………………………………

Abstract:This study investigates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the relevance between it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mong people of different region sizes.The study finds:1) In China ,
interpersonal trust among people in different region sizes did not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 but in some regions more or less the same.Meanwhile , the degree of trust is

between “ average” and “ very” .2)Trust in all people in contact correlates orientation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social networks.That is , the higher trust in people one has , the
weaker selective and surface orientation of social interaction s he has , and the more social

networks s he has.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s , the study explains the findings

whilst pointing out the limitations of Western theories when applied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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